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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囿浮云，开拓前路 

——裴安平老师《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英文版发行访谈 

 

《A Stud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封面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裴安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史前聚落形态研究，在

国内外创新性地提出了“聚落群聚形态”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继

2014年中华书局汉语版的《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书出版后，今年外译英文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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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也已经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与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联合在海外出版发行了。 

本次访谈特请裴老师披露了中英文著作编写出版背后的有关故事，以及“聚落群聚形态”

的理论和对当下国内外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此外，时逢毕业季，我校文博专业本科及研

究生毕业生即将走入社会或进入更广阔的学术舞台，为此我们亦聆听了裴老师予后辈们的一

些祝福与告诫。 

问：裴老师您好，感谢您能够接受本次访谈！我们知道《A Stud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China》是裴老师《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书的英文版，

请问是什么契机促成了裴老师这部英文专著的面世，其中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大量西方考古

学理论被引入中国，而裴老师作为敢于“走出去”的考古学家，对于这本即将要呈现在西方

读者面前，带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中国考古学著作，有哪些期待？ 

答：这本书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课题正式产生于

2010年，当时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书的名字《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

态研究》。这个项目是 2013年结项的。大约是当年七月份，国家社科基金办的结项通知来

了，泼了我一头雾水，告诉我“不合格”。根据专家的意见，社科基金办还提了很多修改意

见，并告知改好了来年重新申报结项。对这样的结果，我完全懵了。然而，就在我左右为难，

不知如何修改的时候，过了国庆节不久，我又接到了国家社科办的新通知。通知告诉我，我

的专著已经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前面的通知作废。对此，我非常高兴，大有

起死回生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我的研究思想与方法都被专家们认可了，成果

不仅得到了确认，而且成果的档次比原先还高了一级。经查，这本书还是当年收入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唯一一本考古学方面的著作。 

对于这个课题，我当时从始至终还有一种期待：希望以人为本以血缘社会、血缘组织

为史前社会研究平台与单位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界引起大家的反思。然而，

2014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以后，学界没有任何反应，完全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我萌

生了一个想法，想来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假如我的著作在国外产生了大的影响，那么

国内学术界不就会重视吗？就这样，2016年我便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由于这本书已是国家社科最高等级的成果文库项目，所以外译项目的申报比较顺利。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接手了外译工作，按照合同规定的三年时间，今

年完成了这本书外译版的正式出版与发行。 

不过，希望“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只是我申请外译的第一个目的。如果说这个目的主

要是针对国内，那第二个目的就主要是针对国外。英国社科院院士、剑桥大学世界著名考古

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主席、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魁

北克大学教授露茜•莫里赛特（Lucy Morissette），先后多次到中国来，并在中国浙江考察

了良渚文化的城址和遗迹遗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了史前原始血缘社会的复原问题，

也没有一个人谈到了城内城外聚落与聚落、聚落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说明国外和

欧美对于史前社会的研究没有以人为本据实复原血缘社会的思想与理念。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包括欧美

的考古学，在史前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论方面，主要用地缘社会的概念去理解和认识血缘社会。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学术界曾出现过以澳裔英籍戈登▪柴尔德（Childe,Vere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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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但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类学者至今一个不见。究其原因，

关键就在于当时崛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

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考古学就要划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界限。从此，

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为什么旧石

器时代遗址的群聚现象会被西方的学者们认为是一种单纯的“功能分区”？为什么美国人戈

登•威利关于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

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

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

组织形态都套在他们头上？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研究的合理

性，还偷梁换柱以假乱真，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原貌。 

实际上，持续了几百万年的血缘社会与当下的地缘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要想

研究血缘社会，首先就要复原血缘社会；而要复原血缘社会，首先就要用血缘社会的眼光来

看待血缘社会。我之所以想要把这本书外译英语并发行到国外去，就是期待用中国的发现与

历史事实改变西方学者的思想与理论。 

当然，我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假如都能得到国外同行的理解和肯定，那不又可以更好

地反作用于“墙内开花墙外香”吗？ 

 

裴老师分享藏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问：请问裴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史前考古学中的聚落问题，老师今日的研究方

向是如何形成的?“聚落群聚形态”这一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裴老师的脑海中，这

一概念及整个理论的建立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答：对这个问题，我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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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偶遇引发了我对聚落关系的关注。 

第一个是 1983年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发掘石板巷子遗址——当时湖北宜都县一个重

要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并辅导本科生实习。由于驻地距工地较远，十几公里，同学们上下

班都坐车，而我却坚持每天顺着江边来回跑。期间，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江边隔着

十几公里或二十几公里，就有一个遗址群，而群与群之间却都是空白地带。这是什么原因呢？

虽然地貌都一样，都是很好的河边阶地，为什么相互之间会隔着这么远呢？ 

第二个偶遇是我在湖南工作期间。当时湖南省的文物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大概是 1987

年上半年，有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古代遗址的地区即郴州地区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帮助他

们实现零的突破。我去了，也帮助他们找到了第一个遗址。在我要走的那个晚上，普查队的

队员们问我：“裴老师，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你们就以我找到的这

个遗址为中心，沿着小盆地河流两岸从头走到尾，如果能找到五个遗址就可以不找了。果然，

就在那一个山区十公里的小盆地里面，他们最后就在我找到的遗址边上找到了五个遗址。当

他们带着地图来告诉我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并意识到这样小的范围内能发现五个遗址，

说明聚落遗址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密切联系。 

除了上述二次巧遇之外，最让我对聚落相互关系久久不能释怀的就是河南小浪底水库

库区考古发掘的规划工作。1990年，在中科院国家地质所周昆叔先生的率领下，我们把黄

河南岸库区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走了一遍。这些遗址有的距离很近，有的又隔得很远。聚落

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烦心的问题再次涌上心头。对此，我虽然一直铭记

在心，也知道这可能是理解和认识史前社会的的关键之处，可是却久久没有找到答案，因而

有关发掘规划也没有做好。至今想起来，还深感辜负了俞先生对我的期望。 

90年代以后，湖南的文物普查发现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遗址，尤其是湘西北澧县与临澧

县的澧阳平原，在 6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 300多处史前遗址，密密麻麻的。为了搞清

楚不同时代聚落遗址的相互关系，我特地到湖南省测绘局买了那个平原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

一的地图，把那些遗址通通标在地图上。最终，一个初步想法便出来了：一定是有关系的遗

址才靠得很近，它们应当属于史前同一个血缘组织。 

不过，由于当时我的考古与行政事务很多，没有时间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思

考；所以，来到南师大以后，由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并最终结合国内外的民族学资料，为以

前观察到的现象找到了合理的证明和注释。也正因此，2004年我才在《考古》上发表了我

从事考古以来第一篇关于聚落考古的论文《澧阳平原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2010年才

正式申报了《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这样一个国家社科项目。 

问：请问裴老师如何看待“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探讨中

国文明形成之类重大问题的积极意义？ 

答：我对这项研究意义的评价，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词——“金钥匙”和“必由之路”。

聚落群聚形态表面上是一种考古的遗存现象，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深邃的历史含义，

完全是史前人类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的物化反映。一些聚落之所以相互之间近距离抱团相

聚，原因就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拥有血缘关系的聚落组织。换言之，只有拥有血缘关系的聚落

才会近距离抱团相聚。这种聚落组织，不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而且还是当时

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实体。正因此，血缘社会的聚落群聚形态就应该是我们认识血缘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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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与社会形态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当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平台。我们今天研究古

代历史，之所以都以国家为单位，就因为国家是人类地缘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单位；所以，

血缘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也必须同样以人类的组织为单位为平台。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实际上

就是为史前血缘社会的复原和研究提供了唯一的一把金钥匙，为现代考古复原和研究血缘社

会提供了唯一的必由之路。 

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与中国考古研究实践相结合，中国考古学界如何跳出机

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考古学理论这个怪圈，裴老师有哪些最新的思考与认识？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复杂，我简单地谈一谈。我写的《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

国家和城市起源》这本书，一方面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早期历史的一些理论认识。比如恩

格斯就认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普及的原因是因为财富需要正统的血缘来继承；而我则认为当时

大部分人都没有财富需要继承，一夫一妻制婚姻之所以普及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

早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出现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不

仅年代早（1884年，也就是一百三十六年以前），而且当时无论历史资料还是民族学的资

料都很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考古资料就完全等于零，因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免具有

地域性、阶段性的局限。正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修正。另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的基础与指导思想，之所以要

以人为本，以血缘社会的组织为血缘社会问题研究的单位和平台，就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

义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研究思想和研究实践。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尤其是关于早期人类历史特点的具体认识更不应该

变成教条。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量的史前和古代遗

址被发掘出来；并为人们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裴老师与采访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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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私有制起源原因的探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大家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都以为是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结果，都以为手工业的规模化、分工化、专业化就是私有制、

商品经济的证据；长江三峡里的大溪文化居民就因为在河边遗弃了大量石器残品，而被认为

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并以制作石器为生。至于中国史前手工业有什么特点，手工业与农

业是如何分工的，居然至今无人问津。 

更有意思的是，在关于仰韶文化早期及裴李岗文化是否已出现了父系社会的争论中，

所有研究者都以随葬器物的多寡为根据，有的认为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异，有的认为即使有差

异也不明显。总之，控辨的双方都在使用同一件“批判的武器”，都在用其之矛攻其之盾，

都完全忘却了“武器的批判”。 

显然，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了，而应该自觉地将还原历史、研究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问：今天参与采访的也有我们文博专业的本科生同学，裴老师能否结合自身求学经历

为他们推荐一些学术著作，能够为他们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学术生涯规划给予启迪？ 

答：我上本科的时候，老师到宿舍来看望同学们，当时同学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老

师，我们该怎么学习呀？您给我们推荐一下。”然而，所有的老师都说：“没什么可推荐的，

你想怎么学就怎么学。”确实如此，学习是一种自主行为，就像我读这本《论个人在历史上

的作用问题》一样，当时我才 23 岁，距上大学还差二年，屋里连电灯都没有，每天晚上点

着煤油灯看书，从郭沫若、范文澜、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没有任何老师给我推

荐和要求，关键在于你愿意看什么。所以啊，学习的关键不是要有人带路，而是要有自我追

求。就像毛泽东一样，他写给父亲的那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这就

是十七岁的毛泽东啊！当时毛泽东的父亲希望他学点能帮家里做些生意的知识和技能，而毛

泽东却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去城里求学。这就是一种个人的追求！所以，学习这件事真的

就是靠自己。 

问：恰逢毕业季，请问裴老师对于我们文博专业即将步入社会或走向更宽广学术舞台

的学子们有什么话想说？ 

答：我没有什么更多东西要讲，就用一句老话：希望大家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每个

人都要有一点自我追求，我也希望这种追求呢，能够更高大上一点，不要只是“毕业啦，找

到工作就好了”。 

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言谈举止，裴安平教授的率直坦荡都尽显无余，怀抱一颗热爱

考古的赤子之心。目前，裴安平教授虽已退休居家，但仍未停止在学术道路上的继续开拓，

在此衷心祝愿裴老师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祝裴老师的新作能够在国内外学界取得巨大

反响。 

 

采访人员：赵五正 张新泽 

执笔：张新泽 赵五 


